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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大要点总结

注：本文中的六大要点是对2023年2月23-24日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召开的“中国国企

低碳转型研讨会”中与会者观点的记录和总结，并非会议所达成的共识。

1、国企是实现低碳转型的关键，但央企与地方国企在气候领域表现不同

国企，特别是煤炭行业国企在应对气候变化挑战中至关重要。国企的二氧化碳排放

量达全国总碳排一半，且国企掌握超95%的煤炭资产。重工业领域企业的国有程度和气候

承诺存在较大差异：相较于水泥和铝业，石化和钢铁行业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更加积极。国

资委规划要求各行业央企2022年底前完成编制碳达峰碳中和行动方案，但这一任务仍在进

行中，且一些方案或将不会包含具体实施步骤。尽管如此，央企在气候领域的表现整体优

于地方国企。这种差异可能来源于政府与企业之间的责任关系：对地方政府而言，实现气候

目标的优先级可能并不高，因此地方国企也缺乏来自政府的激励。无论是央企还地方国企，

贯彻落实气候目标的挑战来自三方面：管理层频繁轮换、优先级冲突以及政府对企业管理

的过度干涉。

2、中国共产党与市场共同推动低碳转型

近年来，随着中国共产党对国企的控制逐渐增强，国企也重新在某些市场部门占据

了主导地位。在管理层面，2015年起深化国企改革中“党管企业”的建设加强了中国共产党

对国企更为直接的控制。如今的国企已被改造得高度顺应中国内部果断、自上而下的治理

体系，这同时也增加了国际行为者眼中“政治高于商业”的决策风险。这也意味着市场压力

和非正式手段对鼓励国企实现低碳转型目标的效果将会较弱。在界定国企改革的边界时，

尽管中国国内并不特别关注私有化或混合所有制改革，国际上仍然存在将私有化和市场化

混为一谈的现象。在中国的语境下理解国企在市场中的行为，关键正是要独立于私有化这

个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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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结构以及激励机制的变化促使我们重新审视中国在低碳转型方面的一些做法。

外国政府和以世界银行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为代表的国际金融机构的气候政策大都

建议提高市场激励、增强企业治理透明和大规模私有化。中国的国企从补贴中享有持续且

不公平的优势已经广受诟病，且国企的政治优势还顺延至融资、监管批准和发展国际业

务。然而，国企的资产回报率仅为4%左右，低于私营企业约7%的资产回报率。如果国企改

革的目标是气候效益而不是企业效率，那么针对国企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来定制激励措施可

能更容易推动其进行低碳转型。这些措施包括利用政府作为国有企业股东的权力；在不同

的政府股东、国资委和各省之间保持信息一致；将管理激励、政府任命和培训与能源转型

相结合；实施影子定价；以及通过国有银行动员资金。

3、“出海”国企活跃在高环境风险行业中，其活动的边界取决于东道国和国际

行为者的自身情况及影响力

在海外，国企尤其活跃于如采矿业、农业和基础设施（电信和能源）等对环境影响较

大的经营领域。目前，国企已在增加对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投资，特别是在拉丁美洲，国企增

加了对清洁能源技术所需的采矿业的投资。电力行业中，国企的海外投资主要集中在输

电、煤炭、水电和大型风电等大规模项目。除一些小型水电项目以外，相对规模较小的可再

生能源项目不太能够吸引国企投资。值得注意的是，东道国的政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并塑造海外国企。例如，由于需求减少以及国内外压力削弱了煤炭出口企业的影响力，中国

决定于2021年退出海外煤炭融资。然而，国企缺乏与东道国民间社会组织交流的动力。考

虑到东道国作为合作伙伴的角色及其政治结构，国企与东道国的制度性交流通常仅存在于

政府渠道内。

4、由政府扶持的央企至少能够在中期内减少转型阶段的融资风险

从最高层面来看，中国的低碳转型融资有很多积极迹象。投资者并不担忧中国电力

国企的转型融资。电力行业中超大型国企的债务杠杆并不高。负债率较高的第二梯队国企

只占行业内少数，且存在于分布式太阳能等清洁技术领域的细分市场中。资金紧张的问题

确实存在，但也仅在长期。评级机构普遍看重国家的大力扶持对风险控制的价值。央企能

够通过国有银行和债券市场获得中央政府的全力支持，从而享有较高的信用评级。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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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华能集团“A”级评级时，惠誉评级特别强调了华能背后强大的政府支持（国资委先前的

资本注入）以及其能源领域的战略地位（违约将造成巨大社会经济影响）。由此可见，对于中

国的国企而言，获取稳定现金流而非盈利能力，更能说明其财务稳健度。此外，在评估国企

时，关注系统层面的风险比资产层面更加合适。国企债务所面临的最大风险并非某一具体

项目的失败，而是更广泛的宏观经济问题。地方政府债务和房地产市场走低是可能构成系

统性风险的最大不确定因素。国家主导的金融创新（包括政府引导基金和风险投资）在绿

色转型中的作用并不突出，而是主要集中在高新技术领域，且只有一小部分用于绿色技术

发展。这也给予气候转型融资一点启示：主权层面的融资或较个体机构而言更为成功。

5、国企肩负资产和职工转型的重大责任，且能够影响财政收入，因此需要大

规模的再分配协调

在机械化和国企改革的推动下，煤炭行业的官方就业人数自2013年以来减少了一

半。然而，官方统计数据可能只记录了直接就业人数，而未包括“派遣合同”和临时工。为了

进一步分流安置被裁员工，国企提供了三种方法：内部（将下岗员工调入其他子公司、提前

退休等），外部（支持员工自主创业等），以及终止劳动合同。中央和地方政府为国企转型和

员工安置提供支持。例如，中央政府为产能过剩行业建立了1000亿元的工业企业结构调整

专项奖补资金，但该资金尚未被充分利用。地方政府可能为“员工留存”提供支持或直接雇佣

下岗员工。即使逐步淘汰煤炭将不会带来收入赤字甚至能够增加总收入，政府也必须发挥

重要再分配职能。对于煤炭资源税收占省财政收入大部分的产煤大省而言，财政转移支付

能够限制资源税收下降对省财政收入的影响。

6、若国企能不受制于各种不协调的发展目标，中国共产党的介入或反能增强

国企在低碳转型上的努力

中国共产党对国企的加强控制让其低碳转型的前景喜忧参半。就企业治理而言，国

企的董事会会议仍然不够透明，与此同时，党委活动也在增加。国企董事会和党委的权力被

有意识地、政治化地正式融为一体。传统上，党委注重人事和政治事务，其监督和运营职能

有限，但现在这些职能已经被加强。国资委在中央的权力被分散、削弱。中国共产党中央组

织部负责任命“核心”国企的领导，而国资委则负责非核心国企。这两种情况下产生的国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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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都来自于国有体系的内部劳动市场，缺乏私营部门经验。新的终身责任制要求干部在离

开企业或退休后仍要对决策负责。这一点对国企的低层领导来说比反腐运动更令人担忧，

国企领导因此更加谨慎并采取规避风险的行动。而距退休时间远、业内工作时间短的国企

领导恰好是更具能动性，往往也更愿意承担风险的人群。值得注意的是，在低碳转型方面，

国企可能会出于政治压力而设定不切实际的目标。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的介入可能能够更

有效地引导低碳转型，因为党的等级制度和集权可能会增强国企的响应能力；另一方面，将

中国共产党的目标融入到国企的关键绩效指标(KPIs)中可能会导致优先级冲突增多并造成

管理混乱。同时，中国共产党要实现对国企的有效监督也有诸多困难，原因之一就是在党内

以及央地之间的之间本就存在目标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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